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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有小说中较少受到关注的一部。小说通过描

写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上流社会的空虚与伪善，从莫斯科来到高加索服役以及此后驻扎在

哥萨克村庄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托尔斯泰驾驭时间与空间的非凡叙事功力，在其创作史上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始于 1852 年，此后其写作时断时续，前后

持续十年，基本贯穿了托尔斯泰早期创作的始终。按照最初构思，作家打算创作一部名为《哥

萨克小说》的长篇小说，由“逃亡者”、“逃亡的哥萨克”和“哥萨克”三部分组成。1863年，

《哥萨克》正式发表于《俄国信使》杂志，这标志着托尔斯泰终于克服了“五十年代末所

遭遇的思想和艺术危机”。①此前，小说“家庭的幸福”所带来的挫败感曾让托尔斯泰疏

离文学达四年之间，虽然期间也创作了“十二月党人”、“波利库什卡”、“霍尔斯托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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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但却没有发表一篇作品。《哥萨克》历经十年磨砺，终于

与读者见面，意味着托尔斯泰的回归与“重生”，②重新找回“以心灵的全部力量来写作

的作家”（Толстой 61: 24）的自信，标志着其创作由此步入一个成熟时期。紧随其后，作

家便开始了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帝国空间”的建构。

20 世纪下半叶，由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及福柯、克朗等的文化地理学所引发的人

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为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阈。空间叙事理论的兴起始

于弗兰克的论文“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此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巴什

拉的《空间诗学》、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等论著都对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

较大影响。所谓“空间叙事”，是指文本中的空间不再仅仅充当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景，

而是作为叙事技巧和手段参与和影响叙事，发挥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推动情节发展、升

华作品主题等多项重要叙事功能。以往人们在研究小说叙事时，常常是重视时间而轻视空

间，倾向于将空间视为一种自然的场景、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空间叙事理论将文学空

间视为一个复杂的隐喻系统和语义系统，关注其历史文化、民族身份以及国家权力等意识

形态表达，从而赋予了空间以较强的社会历史意义与道德文化意义。本文将依托空间叙事

理论从地志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多个层面对《哥萨克》进行解读和诠释。

较早关注到托尔斯泰小说空间性问题的是巴赫金，他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

体形式”中以基于“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

这一主体性诉求所提出的“时空体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巴赫金 274）。在托尔斯泰的

小说中，已经开始出现“性格刻画对情节的替代，缓慢的速率，事件结局的欠缺，甚至是

重复”（弗兰克 141），以及地域空间和自然环境对人物性格、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乃至社

会关系产生影响等带有“空间形式”表征的标记。其小说文本中的空间也不再是“被动的、

静止的或空洞的”，而成为“积极的、能动的、充实的”；不再是“事件在时间中展现时

的背景或地点”（费伦 拉比诺维茨 209-210），而成为决定叙事发展的内在力量。

一

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地志空间”的概念，作为实体空间，它

是由一系列对立的空间概念（如内与外、城市与乡村等）构成的。小说《哥萨克》借助主

人公奥列宁从莫斯科到高加索、从城市到乡村、从都城到外省、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通

过直接描写、叙述、对话、诗化文本等方式完成了地志空间的再现。作家通过对作为地志

空间的莫斯科和高加索的对比，揭示了二者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社会

空间差距，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主题、推进叙事的作用。

托尔斯泰赋予了莫斯科与高加索以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中作为城市空间的莫斯科既

是一座“华丽的城”，也是一座“贫穷的城”，其“浮华的外表下”有的只是一颗“被缚

的灵魂”，只有“苦闷、寒冷和岩石”（Пушкин 226）。小说《哥萨克》的开头这样写道：

“莫斯科万籁俱寂。冬天的街上难得听到辘辘的车声。窗子里已没有灯光，街灯也熄灭了。

但教堂里却传出当当的钟声，钟声荡漾在沉睡的城市上空，报道着黎明的降临”（托尔斯

泰 157）。③作家让主人公在“万籁俱寂”、“周围黑暗、寂静而凄凉”（161）的黎明时

分离开莫斯科，充满象征意义。黎明是白日与黑夜的交替时刻，夜的寂静与黑暗象征着死

亡，而教堂的钟声则象征着主人公走向救赎与新生。在莫斯科有的只是逢场作戏的爱情、

口是心非的友谊、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掷千金的豪赌和趋炎附势的社交，奥列宁渴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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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种新的生活”（159），“一种充满劳动、困苦和忙碌的生活”，一种“不会再犯错误，

不会再有悔恨，只会有幸福”（160）的生活。“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心里洋溢着青春

的快乐”。逃离了都市的奥列宁，“环顾白雪皑皑的田野”，开始“感到单独处身在这自

然环境中的情趣”（166）。在此，“白雪皑皑的田野”成为了小说中城市与乡村这两个

空间的分野，主人公由此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体验。

巴赫金认为奥列宁具有典型的卢梭小说主人公的特征。一个内在性的、“个人生活”

处于孤立隔绝中的人，渴望通过回归大自然、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来医治自己的心灵创伤，“向

普通人学习对待生与死的明智态度”；或是向往逃离文明，融入到“原始集体”（巴赫金 

431）的生活中去。托尔斯泰早年深受卢梭主义的影响，巴赫金的这一论断无疑对研究《哥

萨克》的叙事问题具有较强的启示性。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主人公亦如作家本人，常常会选择离开都城圣彼得堡或莫斯科，

回到自己的庄园或是转往俄国某个偏远的省份。这种从城市到乡村、带有象征意味的出走

实际上亦是从道德沦落走向“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斯坦纳 77）的精神旅程。在此，作

家常常使用隐喻和意象，将乡村和城市这两个空间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比照。在托尔斯泰看

来，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根本区别，体现了“非

自然和不人道的城市生活准则与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之间”的区别。作家的这种二元伦理

观是构成其小说“双重或三重结构”（斯坦纳 74）的主要动因之一。托尔斯泰从“道德和

审美”这两个层面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形式”

进行了审视。城市生活带来了“社会不公”、两性行为失范等诸多问题，使人逐渐丧失了

生命力；而乡村的田园风光“充满生气，让人身心和谐”，“乡村生活的本能构成了存在

的链条”，而两性行为则成为“神圣的、创造性的”（斯坦纳 76）。作家让主人公在道德

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哥萨克》便是最早的尝试之一。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文学空间作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

在的景观或场景”，其“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谢纳 28-29）。托尔斯泰

对于乡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对于都市却有着莫名的隔膜感和距离感，他痛苦地意识

到古老的莫斯科的生命力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上流社会的

虚伪堕落、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冷漠引发了他对俄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忧虑与思考。托尔斯泰

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并未仅仅局限于卢梭式的、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与对回归自然的倡导，而

是通过对高加索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并将哥萨克这一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现

象嵌套于该空间中，从而赋予了小说以更加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独特的审美意蕴。

二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它是

“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

历史的概念，它结底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空间”（陆扬 67）。根据他的社会空间理论，如

果说尚未被俄国军事征服和殖民之前的高加索作为一片本真的化外之地尚属绝对空间（或

自然空间），那么此后它开始逐渐生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

沙皇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始于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此后，沙俄军队对山民

进行了长期的残酷镇压，直至通过 1817—1864 年的高加索战争才最终将高加索完全并入

版图。自 19 世纪三十年代起，高加索问题在俄国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日趋尖锐，俄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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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并开始尝试将其纳入到“俄国—西方—东方”这一类型学三角之中。从文化的类型学特

征角度来看，“俄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既与西方对立，又与东方对立。俄国在这一类型学

意义上就获得了北方的称谓，并与前两种文化类型构成了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与

二者对立，另一方面，对东方来说它是西方，对西方来说它又是东方”（Лотман 606）。

如果说莱蒙托夫最早在《当代英雄》中将主人公毕巧林置于由“西方（波兰）—东方（高

加索）—人民的俄国”构成的文化空间之中，那么托尔斯泰在《哥萨克》中不仅延续与深

化了这一思考，还完成了“西方（欧化的俄国上流社会）—东方（高加索）—俄国（哥萨克）”

这一“托尔斯泰式的”文化空间的建构。小说藉由主人公奥列宁逃离莫斯科、来到高加索

并随部队驻扎于哥萨克村庄这一线性叙事路径将该三元结构逐步建构起来。

在 18 世纪的俄国诗歌中，高加索开始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异域风情”色彩。在俄国

浪漫主义文学中，高加索一直充当着东方的载体，并最终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代码”之一。

19 世纪俄国文学对高加索主题的多元化思考作为一种艺术传统，其形成与演变更是经历了

一个复杂的过程。自普希金开始，“高加索的艺术形象”发生了本质变化，“高加索社会”

开始被区分为多个“行使自己法则”、“不同于欧洲文明”又彼此各不相同的“文化层”。④

此后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们更是赋予了这一主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托尔斯泰来说，

高加索主题贯穿于其创作始终，从早期的“袭击”（1853）、“伐木”（1855）、《哥萨克》

到成熟期的《高加索俘虏》（1872）再到后期的《哈吉—穆拉特》（1896-1904）即充分印

证了这一点。究其原因，诚如作家所说的，“这里如此奇怪又如此诗意地混合了战争与自

由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东西”（Толстой 47: 10）；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缘自作家对道德自我

完善与人生终极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

小说中的高加索作为莫斯科的对立物，是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一个让主人公憧憬着

返璞归真的理想家园。这一空间的缔造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更与作家对不同空间的

生存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旅途中的奥列宁对高加索曾经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想象，“阿

玛拉特老爷、契尔克斯女人、崇山峻岭、可怕的激流和种种危险”，“这些遐想”虽然“都

是朦朦胧胧的”，但“荣誉的诱惑和死亡的威胁却使未来更加迷人”（168-69）。但是，

当他亲身领略高加索的壮丽景色，被“这无与伦比的美景”（171）所深深震撼与折服之时，

“他所看见的，他所想到的，他所感觉的，都离不开那对他十分新鲜而又异常庄严的群山。

关于莫斯科的一切回忆、羞耻和悔恨，关于高加索的种种庸俗的梦想，全消失了，一去不

返了”（174）。“原来从这儿开始”（171）、“这下子可开始了”（174）等语句更是

标志着小说在此彻底完成了空间的动态转换与衔接，在此后的情节发展中，高加索不再仅

仅充当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背景，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凸显出来。

俄国浪漫主义作家赋予了高加索以东方属性，他们基于这一理念所绘制出的“高加索

图景”此后也深深植根于俄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当中，以至于每位描写高加索的作家都会情

不自禁地将目光停留在他们所熟识和期待的特征上，如山峦、峡谷、天空和乌云等这些被

标记了东方属性的元素。在《哥萨克》这部小说中，对高加索的整体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

借助了这一浪漫主义的“高加索图景”，作家通过深受浪漫主义熏陶的俄国“文明人”奥

列宁的视角将上述东方元素一一呈现了出来；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因袭“疯狂的勇士”

加上“生活在蔑视与复仇情感中的阴郁的拜伦式人物”（Эйхенбаум 92）这一浪漫主义旧套，

让一直作为高加索东方性符号出现的切尔克斯人等原住民族直接充当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

主要力量，而是选择了混合俄罗斯与东方文化特征的高地哥萨克取而代之，并以此来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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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及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阐释。

三

人是空间的细胞，又是空间的灵魂，正是人的存在赋予了空间以意义与价值。《哥萨克》

的空间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不仅描摹客观的空间环境，还赋予空间以人的灵性，使空

间成为小说叙事中的鲜活角色，更在空间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为擅长运用“空间表

征法”的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中通过对高加索空间的书写完成了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

哥萨克作为俄罗斯民族内部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与文化的地方性人群共同体，在历史上

一直以追求自由、英勇善战著。其“自由、平等、全民皆兵”的生活方式甚至曾令托尔斯

泰一度将其视为“俄国的未来”（Толстой 47: 204）。居住在捷列克河畔的高地哥萨克作

为哥萨克的一支，在“保持着纯粹的俄罗斯语言和旧教信仰”的同时，逐渐接受了当地“山

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跟车臣人通婚、穿契尔克斯人的服装，青年之间甚至用

鞑靼话互相开玩笑。“爱好自由、游荡、劫掠和战斗”是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他们“自

以为具有高度的文明”，“认为只有哥萨克才是真正的人，而瞧不起其余的一切人”（176）。

奥列宁随部队驻扎的诺伏姆林村正是“高地哥萨克的发源地”，“这个村庄比其他村庄保

持着更多高地哥萨克的古老风俗”（177）。“在这儿，他作为一个新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

“身体越发健康”，“心情也很舒畅”，“尝到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青春的生活乐趣”（210）。
在这里，他结识了耶罗施卡大叔、鲁卡沙等哥萨克，甚至还爱上了房东的女儿——美丽的

哥萨克姑娘玛丽雅娜。

诺伏姆林村是高地哥萨克生活的缩影，作为高加索文化子空间之一，其建构是与马、

军刀、步枪、门、房子等作为空间要素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马、军刀、步枪

象征着哥萨克的尚武精神，那么门与房子则更多地与奥列宁发生关联。门意味着一个新的

空间的开启，更具有“复活、更新、彻悟”、做出某些人生决定等“隐喻意义”（巴赫金

450）。而房子作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空间意象，则是与家、庇护所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家是人类“最初的宇宙”（巴什拉 3）、“最早的世界”，作为“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

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巴什拉 5）。一个人失去了家，也“就成了游离失

所的存在”（巴什拉 6）。在诺伏姆林村这一空间场景中以“外来者”形象出现的奥列宁，

虽然陶醉于乡村田园的美丽风光，对当地人的边缘化生存方式心驰神往，并且努力尝试去

像哥萨克一样生活，穿切尔克斯人的衣服，学说鞑靼话，同耶罗施卡大叔交朋友，一起喝

酒打猎。但是，作为一个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即便逃离了城市，他也依然无法

真正割断与上流社会和城市生活的联系，这一点表现在他对待自己的“一个莫斯科的熟人”

（272）别列茨基的态度上。对于后者的到来，令“奥列宁最恼恨的是，他不能（说什么

也不能）断然拒绝这个从旧世界来的人，仿佛旧世界对他具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量。他生

别列茨基的气，也生自己的气，但也不由自主地在谈话中夹杂法语，并且对总司令和莫斯

科的熟人发生兴趣。又因为在哥萨克村子里只有他们两人讲法国话，他有点蔑视别的军官

同事和哥萨克，而对别列茨基表示友好”（273）。事实上，他是无法真正融入哥萨克生

活的，更多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疏远多于亲近、中立多于介入的旁观者姿态。这一切，对

他来说不过“像一个迷人的梦”（252）而已。他想“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

却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在阻止他”（289）。



杨明明：《哥萨克》的叙事空间  151  

四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将世界划分为善、恶和日常生活的三元模式，其中日

常生活的世界是人自然存在的世界，无关乎善恶、天才还是罪恶、道德高尚还是卑劣，仅

仅“以存在为特征”（Лотман 598）。这一发端于普希金、终结于契诃夫的模式，充分显

现于托尔斯泰的创作中。他笔下的人物有处于善恶之间、在由恶向善的道路上执着探索型，

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评价型，还有毋须加以评价的存在型。小说中耶罗施卡大叔即属于最后

一种类型，其世界是诗意的，是“处于道德评价之外”的，仅仅由“生活本身”和“自身

的存在”（Лотман 598）来证明。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上述三元模式是由两个二元模式交叉构成的。首先是，自然的

生活（美好的、合理的、和谐的、自然所固有的）与反自然的生活（否定的、人所创造的）

对照。其次是，人造世界又分为停留于反自然性中的世界与否定自我、获得了高度道德价

值的世界（Лотман 600-601）。作家借助于这一独特的三元模式描写了真实的现实。这一

模式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从本质上就是道德的，而恶则是对存在本质的

偏离”（Лотман 598）。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作家还赋予了这一模式以卢梭主义色彩，

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民族性。追根溯源，这一心理结构实际上源自“反映物质现实

的民间多神教观念和生活的世界与普遍的基督教二元性的叠合”（Лотман 599）。在《哥

萨克》中，这种民间观念即体现在耶罗施卡大叔与奥列宁的一段谈话当中：“上帝创造的

一切都是给人享受的。什么罪孽也没有。就拿野兽来做比方吧，它可以在鞑靼人的芦苇丛

里过活，也可以在我们的芦苇丛里过活。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上帝给你什么，就吃什么。

可是我们那里的人说，贪吃要到地狱里去舔烧红的锅子的”，“这些全都是神父们骗人的

鬼话”，“人一死，坟上长出青草来，这就完了”（230）。这段话带给了奥列宁的心灵

以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其对生命的终极思考，直至鹿这一客观对应物的出现，最终促成了

其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在一次与耶罗施卡大叔的狩猎中，奥列宁与一只鹿相遇。听到鹿的

蹄声，他“觉得心里好像有样东西断裂了”（254）。第二天，他又独自去树林中寻找那

只鹿，却没有找到，躺在遇到那只鹿的地方，他“恍然大悟，他根本不是什么俄罗斯贵族，

不是莫斯科社交场中的人物，也不是某某人和某某人的亲戚朋友，他只是一只蚊子，一只

野鸡，一只鹿，跟此刻生活在他周围的那些东西一模一样”。他意识到自己“也会像他们

那样，像耶罗施卡大叔那样，活一些时候，然后死去”，“只有青草在上面长出来”（256）。

奥列宁这个姓氏实际上即源自俄语中的鹿（олень）一词，在小说中，鹿既是大自然的化身，

又象征着奥列宁迷失的自我。

托尔斯泰力求“从一切表面现象返回到现实”，“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通过内心行

为去把握现实”（雅斯贝斯 3）。《哥萨克》体现了 19 世纪人们渴望生活、渴望体验的

精神诉求，他们“追求‘本真’，寻找‘本原’，企求成为真正的人”，即使“在最卑微

的人身上”，“也能发现真实的和存在着的东西”（雅斯贝斯 3-4）。事实上，作为作家

和作为一个人的托尔斯泰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不断直面生活”，因为真理

本身就是“不断直面生活”（巴雷特 140）。他所追求的真理不只是藉由理智获得，更是

要靠整个生命来获得。他的这种真理观体现于其创作中，即表现为在其全景式小说中，总

有那么一个人物作为“托尔斯泰的使者”、“精神的旗手”出现，不断去“寻求他自己的

真理以及生命本身的真理”（巴雷特 141），奥列宁便是其中之一。小说中奥列宁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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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萨克身上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像大自然一样生活：死亡，诞生，结合，又是

诞生，斗争，吃，喝，欢乐，又是死亡，除了大自然赋予太阳、青草、野兽和树木的那些

条件之外，就没有别的条件了”，更加“没有别的规律”可言。相较于奥列宁，耶罗施卡

大叔和玛丽雅娜“美丽、强壮、自由”（289），是“像大自然一样稳重、安详、自在”（317）
的存在，这也就是在小说中扮演着“浪漫主义长者”角色的耶罗施卡大叔之所以能够充当

奥列宁的人生导师，玛丽雅娜对奥列宁来讲在精神上是高不可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这

个意义上讲，哥萨克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小说名为《哥萨克》也就缘起于此。

19 世纪俄国独特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语境，人性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几乎成

为所有优秀作家的共同艺术诉求。自普希金开始，“人对全面和谐发展的渴望”（Бурсов 
261）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就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恒

常精神母题，自此，“努力追求和谐发展却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理想的人”也就成为了一部

又一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在俄国作家中，再也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全面而深刻地

揭示 19 世纪的人的这种崇高志向”（Бурсов 262），并以自己的全部创作对对这一持续了

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程以及与之相伴的人的悲剧性进行整体性与全景式描绘，其笔下的

主人公也正是由此获得了普遍性意义。

俄国文学自普希金起，就开始尝试表现人是有摆脱悲剧性出路的。托尔斯泰将人的悲

剧与出路分别视为“人的精神特质与存在的物质条件”（Бурсов 262），并在创作中将两

者独特而巧妙地合二为一。以奥列宁为代表的一系列主人公“沉浸于自我、沉浸于自身涵

盖了人类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有时对于某一历史时段来说并不典型，但却总是带有

人类精神在整个 19 世纪悲剧性却又不失希望的探索的特征”。这样的主人公“只能产生

在接受了西方思想与文化成就的俄国”，也只能产生于“托尔斯泰时代”。他们“从来都

不满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Бурсов 262），不断地寻求着更好的出路，不断地改变着自己，

其“精神与道德探索及其自我完善的努力”是与“对不断变化中的 19 世纪人的心理及其

产生条件的批判性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主人公的这种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对文明的批判”、

“对文明的反人性特点的批判”，这就必然会“导致宗法制幻想”，而这种宗法制幻想在

破灭后，又会被“新的幻想所取代”（Бурсов 263）。所以，在《哥萨克》的结尾，奥列

宁只好选择了再次离开，如同小说的开头一样，从一个已知空间向下一个未知空间辗转。

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执着于时间流淌的表象，而是“在文学空间的体验

中沉入生存的渊薮之中，展示生存空间的幽深境界”。在他的小说中，文学空间不再仅仅

具备“单纯的物理空间场所再现和心理空间意识表现的功能”，而成为直抵人的“生存深

度的体验空间”。小说《哥萨克》以“空间体验”作为“生存体验的内在形式”（谢纳 

29），展现了作家缔造空间和驾驭叙事的非凡功力，其对生命的深度诠释、对永恒救赎的

不懈追求，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注解【Notes】

① ② Л. Д. Опуль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Казаки»”, Л. Н. Толстой, Каза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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